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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专栏］

编者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实
践中的一系列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
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
动指南。在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刊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
文，撰文研究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新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以飨读者。

再谈毛泽东与计划生育

李 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适度人口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快速增长的人口形势，以毛
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支持计划生育，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从 1957 年
毛泽东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的反复修改以及在此前后他的一系列谈话的精神来
看，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对计划生育是有保留的，至少是紧迫感不强。三年困难时期结束
以后，毛泽东对计划生育转持积极态度，遵照他的指示，我国的计划生育 60 年代工作力度明显
加大，70 年代向城乡全面推开，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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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就业、食物和环境资源承载力三个指标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就业因素，亦即作为生产者的人口决定着作为消费者的人口，通俗

点说，就是作为消费者的人口要由作为生产者的人口来供养，后者占前者比重的高低代表着所谓“人口红利”的多寡。
②马克思指出:“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人

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多少，这是由限度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46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5 页)

一

理想的人口结构、适度的人口规模，历来是现

代社会追求的目标。这是因为人口既是生产者，

也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人口，只有同生产资

料相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作为消费者的

人口，则天然地有赖于足够的生活资料特别是食

物的供应，如此才能满足人口自身再生产的需要。
于是，就业水平和食物供应水平就是观察人口规

模是否适度的两个最主要的指标。除此之外还要

关注的一个指标是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它关

系到就业和食物保障的可持续性①。假设食物供

应不足不存在分配不均或天灾人祸的原因，那么

这种不足就一定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

活资料增长的速度所引起的; 同样道理，假设就业

不足不存在结构性失业或经济危机等原因，那么

这种不足也一定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

产资料增长的速度所引起的。这两种情况都表明

存在绝对的人口过剩( 当然，人口承载力是社会

生产力的函数) ②。通常，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

调适人口规模、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外乎降低

人口出生率或提高人口死亡率两个途径。从趋势

上看，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

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从而人均寿命延长; 而人口出

生率则会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这

一原理表明，在现代化水平较低、人口增长过快

时，人类主动地对人口出生率施加影响是必要的，

这也是发展中经济体会面临的共同背景。然而，



人类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是 18 世纪末以来的事

情①; 现代避孕药具的发明和普及更是 19 世纪特

别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事情。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大国。历史上，尽管

鼓励人口增殖的思想和政策长期占主导地位，但

自战国时期以来，就一直有学者或政治家提出相

反的主张。如战国的韩非，唐朝的杜佑，明朝的冯

梦龙、徐光启、宋应星，清朝的乾隆皇帝、洪亮吉、
汪士铎、龚自珍、魏源、包世臣，以及近现代的梁启

超、严复和社会学家陈达、陈长蘅、许仕廉等。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视节制生育

为救国救民的出路之一。这当中，就有后来被毛

泽东称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早在 1921 年担

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邵力子就积极地倡导

节制生育，并将这一政策与妇女解放的问题结合

在一起进行宣传。同一时期提出类似主张的还有

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张竞生等。妇女节育运动的

先驱、全美节制生育联盟主席玛格丽特·桑格

( Sanger Margaret) 来华访问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

讲后，人口问题乃至生育问题一度成为中国知识

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影响甚至波及一些大城市

的普通民众。此后进入战争年代，相关讨论趋于

沉寂，节制生育的主张有些不合时宜。但一旦社

会安定下来，人口的恢复性增长就势必引起一些

人的警觉。新中国成立后，全盘学习苏联，反对避

孕和节育②，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口补偿性增长

的需要，但是在邵力子等人看来，“中国的生产落

后，而人口的发展太快，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

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

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

力”［1］。
第一 次 全 国 人 口 调 查 登 记 结 果 的 公 报 在

1954 年 11 月 1 日得以公布。由公报显示的数据

可知，1953 年 6 月 30 日 24 时我国的人口数量为

58 260万人，不到四年就比新中国成立时估计的

“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多出一亿多。这一数字一

经公布，引起了舆论界的哗然，要求节制生育的呼

声远比二三十年代更为强烈，因为这当中融入了

越来越多的来自人民大众的声音。同一时期，政

务院和全国妇联的一些领导人也对人口增长的形

势深感忧虑，敦促卫生部改弦易辙。时任政务院

副总理的邓小平在 1953 年 8 月率先对卫生部反

对节育的政策提出异议，要求抓紧下发《避孕及

人工流产办法》③。9 月 29 日，在第二次全国组

织工作会议上，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说: “我们

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

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这样一个增长

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2］167。在

1954 年 2 月 25 日主持政务院第 206 次政务会议

时，周恩来表示赞成卫生部提出的避孕问题④。
同年 5 月 27 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给邓

小平写信，反映城市知识妇女要求节育的愿望，并

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5 月 28 日，邓小平批示给

政务院秘书长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习仲勋说: “我

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

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

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

有效的措施”［3］146。12 月 27 日，时任中共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召

集国务院第二( 文教) 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
商业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座谈

关于节制生育的问题，在讲话中指出: 党是赞成节

育的。全世界的人口增加以中国为最快，现在每

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如果不节育，增加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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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先是 1793 年中国著名学者洪亮吉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人口增长快于生产资料增长的矛盾，其后
是 1798 年英国牧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做出了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减
少的预言，并倾向于用道德限制( 包括晚婚和禁欲) 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

1950 年 4 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
育委员会联合颁发的《机关部队妇女打胎限制办法》，1952 年 5 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制订的《限制
节育堕胎暂行办法》和《婚前健康检查实施办法》，对堕胎和节育用具的使用、销售都有严格的限制规
定。1953 年 1 月 12 日，卫生部曾经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 《中央
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出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3 年版，第 58 页) 。

杨魁孚等主编《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 页。参阅《中央
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出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3 年版，第 58 页。

但周恩来不赞成写进会议决议。见《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上卷，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7 年版，第 354 － 355 页。



快。小孩生多了困难很大，父母、家庭、小孩本身

都困难，社会和国家也困难。衣、食、医药、学校等

等都不够，而且一下子也解决不了。因此，应当赞

成节育。要搞一个关于节育问题的党内指示，先

把党内思想统一起来。卫生部门可以编些节育技

术指导的小册子。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要努力做

好避孕药品与器具的供应①。
在这些领导人的指示和督促下，卫生部开始

有了行动。政务院在 1953 年 8 月批准卫生部修

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要求卫生部推行帮

助群众节育运动，同时批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

及人工流产办法》。1954 年 7 月，卫生部下发通

知，确定避孕方法可由人民自由采用，但未交代明

确。其后在同年 11 月 10 日下发《关于改进避孕

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中检讨了过去对节育采

取严格限制方针的错误，提出改进办法。11 月 30
日，商业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避孕药物的

管理和供应办法》，再次检查对节育采取管制办

法的错误，要求各地卫生部门放宽对避孕、绝育和

人工流产的限制。1955 年 2 月卫生部报送了《关

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3 月 1 日，中

央做出批示: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

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

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

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

众中( 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

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

认识”［4］56 － 62。所谓“适当地宣传”是指此前刘少

奇在座谈会上安排的不登报，只在党内通知，口头

广泛宣传。这一批示是党中央向全党下发的有关

节制生育的第一份文件。1956 年 4 月 20 日、6 月

20 日、8 月 17 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

接见外宾时，多次对计划生育提出看法，强调避孕

要大 力 宣 传、大 力 提 倡，应 该 做 到 有 计 划 生

育［5］568 － 610。同年 8 月 6 日，卫生部发出《关于避

孕工作的指示》，指出: “要知道避孕是人民民主

权利，应由人民自由使用，政府应准备一切条件，

来指导并解决群众对避孕的需要，以使广大群众

能有计划地生育、调节生育密度，保证妇女和儿童

的健康，并可减少人工流产手术，和因人工流产手

术所招致的一切痛苦和危害，卫生行政领导人员

必须重视避孕问题，澄清过去一切不正确的思想，

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宣传，教育群众，使人们

能了解避孕的积极意义。并能具体实施计划生

育，减少生活上、工作上、经济上、健康上的一切困

难”②。9 月 16 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做《关于发

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

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

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

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

育问题 进 行 适 当 的 宣 传，并 且 采 取 有 效 的 措

施”［6］215。正是从这一年，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开始

对计划生育表明态度，他在次年 2 月最高国务会

议上的讲话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政策大讨论推向

高潮，而他本人对这次讲话稿中涉及人口部分内

容的反复修改却是最令人寻味的。

二

在彭珮 云 主 编 的《中 国 计 划 生 育 全 书》第

1405 页所附《中国计划生育纪事》中，邓小平在

1954 年曾向卫生部党组负责人传达过毛泽东关

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指示。但“指示”内容待考，查

《邓小平年谱》无此记载。1969 年 3 月 24 日，周

恩来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说:“要计划生育，要节

育。这件事，毛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

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

订‘三五’计划的时候。毛主席讲: ‘计划生育是

好事，但避孕药一要免费，二要有效’”［7］21。“一

五”计划从 1951 年 2 月做出决定到 1955 年 7 月

报人大通过，历时四年半，毛泽东的话是哪一年讲

的同样不得而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即将出

版，不知书中有无明确记载。根据现有公开披露

出来的文献，毛泽东最早对计划生育表明态度的

是在 1956 年 10 月 12 日。这一天他在接见南斯

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 “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

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

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

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

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

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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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少奇年谱( 一八九八———一九六九) 》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9 页。同见《刘
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1 － 173 页。

详见卫生部《卫生工作通讯》，1956 年 8 月 31 日，第 1 － 2 页。



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 我想是可以

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

育。”［8］153从这段话的前几句来分析，在此以前毛

泽东就是“提倡节育”的。而 1957 年在最高国务

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 会议上毛泽东对计划生育

讲的是最集中的。同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在省、
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 “统筹兼

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 “全国六

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8］186 － 187。“人是要吃的，

常常要想到。”①一个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

泽东明确支持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的

意见，强调“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7］3 :

“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

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

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老

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

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

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

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 农民要求节育，人口

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

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7］3 － 4。毛泽东建议设一

个机构来专门负责这件事情，负责人是国务院副

总理陈云，陈云也是坚决拥护节制生育的主张的。
然而，这个机构还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就遇到了障

碍，原因可能与后来人口学家马寅初受到批判和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关［9］。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 会

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

( 1949—1976) 》详细记载了这篇讲话稿公开发表

前长达两个多月的反复修改过程［10］625 － 707。其中

关于人口的问题原本是这样讲的: 我们这个国家

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

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 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

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这个政府

可能要设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 或

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

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各人民团体

来提倡②。他还谈到解决失业的问题、适龄儿童

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认为这些都

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部分内容是在讲

话的第七节，标题就是“关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

顾，适当安排”。此后的第一个修改稿着重阐述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 “我国有六亿人

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做

计划，办事，想问题，就要从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

忘记这一点。我国有六亿人口，好处在这里，困难

也在这里。困难就是矛盾，矛盾总得去解决，也总

是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

排”。后面还增写了一段话: “不可以嫌人多，嫌

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

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 当然

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想办法，社会

是能够想出很多很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

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

社会这样做。”这次修改继续保留计划生育问题:

“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

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

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

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

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

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在

随后的第三个修改稿中，又增加和改写了一段: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

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 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

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

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

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

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

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

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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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详见《杨尚昆日记(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5 页。类似的话毛泽东讲过多次。
1957 年 3 月 20 日他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
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一九四九年缺少粮食，现在还是不够”( 《中国计划
生育全书》编辑部编《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论述》，第 5 页) 。1959 年 4 月 29 日，他在
《党内通讯》上发表的文章同样强调:“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9 页) 。

他在会议结束语的提纲中写到:“控制在六亿人口( 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
当增长)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362 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4 年版，第 652 页)



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看得

出毛泽东这时对强调人口过多的观点开始有点不

满了，所以接下来的两天形成的第四个修改稿干

脆删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不提了，加了

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这四个稿子是毛泽东自己一个人修改的，所以被

他称作“自修稿”。第四个“自修稿”也就是第一

个征求意见稿，等到半个月之后形成的第二个征

求意见稿又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但到后

来正式发表时这部分内容还是删掉了［11］。
联系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共八届三中全

会这样的背景，顺着毛泽东当时的思路可以判断

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一方面，整风和反右派运

动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

改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毛泽东本来对整风运动寄

予很高的期望，试图通过党外的批评和党内的批

评与自我批评对全党的风气来一次彻底的整肃。
但是后来发觉“事情正在起变化”，出现了许许多

多右倾、“过火”的言论，于是整风运动嬗变为反

右派运动。一些知名学者，如费孝通、吴景超、陈

达、李景汉等，当时曾就国内的人口问题发表过议

论，认为过多的人口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

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主张被当作右派分子的言

论受到批判。马寅初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

物，当然也受到批判，只是由于受到特殊保护没有

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已。这样，毛泽东也就

不可能继续附和马寅初的主张了。另一方面，这

一时期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情绪继续滋长，并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

过程中不时地显现出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

东在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论战中曾指出: “中

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

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12］1511，同时

“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世间一切事

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

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

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

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

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12］1510 － 1512。应当说，这

样的观点在毛泽东的内心里深深扎下了根，新中

国成立后他也多次谈起过。与之相比，节制生育

的主张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也许还立足未稳。如他

所讲，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人口再生产也理当有

计划地进行，这样的观点他是能够接受的。但是

他有理由相信这一主张成了一些人反冒进的挡箭

牌，过分地看中“人口”的一面，忽视了“人手”的

一面。此后不久，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的主基调就是反“反冒进”。特别是当进入秋季

看到亿万农民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

动的热潮后，毛泽东感到心里有谱了，一个依靠人

海战术开展“大跃进”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已经在

酝酿之中。等到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回来，有了赶

上甚至超过英国的目标后，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就

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既然要开展群众性的大跃进

运动，再谈人口多就等于是给亿万群众的热情泼

凉水了①。于是就有了毛泽东进入 1958 年后如

下的一些言论:

1 月 28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人多

好还是人少好? 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

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

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

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
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

人口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

口，就会紧张起来，邵( 力子) 先生那个道理就会

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

人口之时。你现在讲，他横直不听。但是我并不

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

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

地生育的。……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
要看到严重性，同时也不要那么害怕。我是不怕

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走到极点

就会走向反面。现在我看还没有达到极点。中国

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人多没有饭吃怎么

办? 少吃一点”; “要节省。一方面要节育，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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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已有学者指出: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的
相互关系来说，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 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为“大跃进”运动中
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 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
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 助长了党
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 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
倾错误( 王玉贵《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载《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1 期) 。



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7］6 － 7。
3 月 23 日在成都会议上陶鲁笳发言时插话: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

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

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

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

还是人少，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

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

不要悲观; 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

了。”［7］8对人口，“一要 乐 观，不 要 悲 观，二 要 控

制。到赶 上 英 国 时，人 民 有 文 化 了，就 会 控 制

了”。10 月 9 日与几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人口问

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

多”①。
12 月 6 日《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

议〉稿的批语和修改》: “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

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

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

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

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

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

极大的变化”［12］571。
4 月 15 日《介绍一个合作社》: “除了党的领

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

多，热气高，干劲大”［12］177。
从上述言论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态度变化并

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强烈反对计划生育”，他

还是支 持 计 划 生 育 的，只 是 与 他 在 1956 年 和

1957 年前几个月的言论相比，对计划生育的紧迫

感下降了，或者说是“冷静”多了。其实，1957 年

10 月 9 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讲过这样的话: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

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

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

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

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 到二十一世纪初

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

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

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

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

奖励生育”［13］469。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生

产加节育就能解决人口问题，而且生产是要放在

第一位的。而且，仔细领会上述言论，还有另外一

层意思。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

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

博’”［8］33，所以，“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地区不

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8］308，“就

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

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

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

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

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

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②。
而毛泽东所说的“社会力量”在当时是不具备的，

还很难说服农民去自觉自愿地摒弃传统的落后的

生育观念。等到将来“人地矛盾”激化了而且人

民的觉悟提高了，推行计划生育就水到渠成了。
这个时机会在何时出现呢? 毛泽东认为应该是在

全国总人口增长到 8 亿乃至 10 亿。1957 年 5 月

11 日，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在《文汇报》发表文章

《八亿人口是我国最宜人口数量》，或许毛泽东受

到了此文观点的影响。那么，在这股社会力量形

成之前，对计划生育广泛宣传，积极试点，是毛泽

东积极倡议的政策选择。

三

1957 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重要讲

话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先后对计划生育工作做出指

示; 医学界、社会科学界的众多知名专家教授更是

纷纷发表意见，提出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

的主张和建议;《人民日报》于 3 月 5 日发表题为

《应该适当地节制生育》的社论，这是中央媒体首

次就人口政策发表社论。主管相关事务的卫生部

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通过举办座谈会或展览会

总结和宣传节制生育工作，并在中华医学会总会

设立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在医院开展节育技术

咨询门诊; 另一方面联合有关部门做出扩大避孕

药具供应并实行全面降价的决定，放宽施行人工

流产和绝育手术的条件。10 月 12 日，国务院批

复中华职工总会的《关于职工绝育、因病实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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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流产的医药费和休息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

知》中规定，职工实行绝育和实行人工流产的手

术费、医药费由公费报销，施行手术后休息期间的

工资照发。中共中央在 10 月 25 日公布《一九五

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 修正草

案) 》，要求“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

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

地生育子 女”①。反 右 派 运 动 后，特 别 是“大 跃

进”时期，虽然全社会充斥着“人多力量大”、“与

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空气，马寅初的人口理

论受到批判，但节制生育工作并未停歇，甚至有的

省已经把节育工作纳入跃进规划，提出了指标。
只是在中央层级，节育工作保持低调进行，“将知

识交给群众自己掌握”，不提指标、不规定任务，

不办展览、不搞运动，不千篇一律、不“一刀切”。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中国又迎来新的一波

人口生育高峰和人口增长高峰，1962 年出生的人

口几乎等于前两年出生人口的总和，1963 年成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口最多、出生率和自然增

长率最高的年份。这种严重局势再次引起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警觉和高度重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

1962 年底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为标志，计划生育( 特别是在城市) 进入新的阶

段。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务院计划生育办

公室先后于 1964 年初成立，加大了对计划生育工

作的领导和协调力度，同时也加大了对相关工作

( 包括药具研制和生产) 的财政支持力度。该年 5
月 21 日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卫生部

等多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计划生育支出财务管理

的几项规定》，宣布节育费用全部由财政负担。
这一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到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

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吃饭问题付出的艰苦努力给

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说，1970 年人口将

要增长到 8 亿，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

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

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要搞节制生育; 天津计划生

育不要钱②，看来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

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 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以后，在农村也要注意搞好节制生育③。
196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与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

话，表示他对中国计划生育进程最不满意的一点，

就是在农村还没有推广［7］8。于是，几个月后召开

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将计划生育的重点转向农

村［3］1409。然而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动荡剧烈，计划生

育宣传一度中断，直到 1969 年才开始陆续恢复。
1970 年，计划生育正式列入国家计委提交的国民

经济计划纲要，有关部门再次重申免费供应避孕

药具。1971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转发的卫生部军

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

育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

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 1975 年，

一般 城 市 降 到 10‰ 左 右，农 村 降 到 15‰ 以

下”［3］64。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提出全国计划生育

指标。1973 年 7 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

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华国锋任组长。这一年年

底，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
稀、少”的政策，强调核心是“少”，逐渐演变为“一

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自此

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全面铺开，各地的工作

力度明显加大，1974 年中央还曾将上海市和河北

省的一些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④。这一时期，毛

泽东又几次谈及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1970 年

12 月 18 日，他在会见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时说:

“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女孩，就想要个男

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

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

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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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刊载于《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26 日。
天津市在 1963 年就实行免费“结扎”和人工流产手术，计划生育从市区向郊区农村延伸，取得明

显成绩。1965 年 7 月，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天津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座谈会，介绍了他们的经验。
此前，这一年的 2 月，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山东省文登县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现场经验交流
会，推广该县开展群众性的节育活动的经验;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上海市委、市人委关于计划生
育工作的报告，介绍和推广他们的做法和经验。

详见《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8 页; 曹前发《建国后毛泽东人口思想述
论》，载于《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 年第 6 期;《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编辑部编《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人口
与计划生育的论述》，第 9 页。

见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市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和〈河北省关于
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的通知》，1974 年 12 月 31 日。



了”;“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现在有些进步

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

不多”①。1972 年 7 月，他在一 次 谈 话 时 指 出:

“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

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

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

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

家不好意思啊”［7］10。就这样，经过中央和各级地

方政府的共同努力，70 年代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显

著下降，1977 年净增人口规模从 1971 年的 1 950
多万减少到 1 100 万，6 年少增 3 100 万人，自然

增长率下降 11． 3%，年均增长水平远低于 60 年

代和 50 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文化大革

命”时期，毛泽东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指

示和语录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传播。虽然中央在

工作中依然承继了此前重视宣传、依靠群众、不搞

强迫命令的原则，但各地在贯彻落实时层层加码，

行政干预的力度越来越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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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and Family Planning Ｒevisited

Li Wen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A proper population is the aim a modern society． Facing the rapid expansion of population
soon after the PＲC was founded，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ith Mao Zedong as the core supported the fam-
ily planning policy and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But the revisions of Mao's speech at the highest conference on
state affairs and others in 1957 show that he was reserved，or at least not pressed，towards family planning pol-
icy in the 1950s． After the three successive difficult years，he became positive toward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accordance with his instruction，more efforts were made to implemen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aw tha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countryside as well as the cities，begetting re-
markable results in a very short time．

Key words: Mao Zedong; family planning; birth control; population; popul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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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 1970 年 12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1 年 6
月 1 日发出。


